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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曾说
过：“信任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润滑剂。它们是产品，它们
有真实也很实用的经济价值；它们提高系统的效率，使
得你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但是它们不是在公开市场
可以买到的。”信任对于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经济发展
能够产生多大的作用？在阅读美籍日裔经济学家弗朗
西斯·福山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
书之前，笔者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感到困惑而好奇。福
山在《信任》一书中，用详尽的史实和严密的论述，向我
们展示了不同社会的信任文化所带给社会组织形态和
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福山认为日本、德国和美国是典
型的高信任度的社会，而中国、意大利和法国则相反，
社会信任度较低，不同程度的信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这几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由此引发了笔者对比
中日间不同的信任文化的兴趣。
林语堂曾经说过，日本的社会宛如一整块的花岗
岩，而传统的中国社会则像一盘散沙，一粒沙就是一个
家庭。笔者认为，两个国家不同的信任机制在这之中扮
演了重要的角色。下面笔者先分别论述中国与日本的
信任文化，并做出比较。
二、中国的信任文化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著名的对中国乡土
社会人际情况的剖析框架——“差序格局”，在此笔者
转述一下：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圈如同小石子投入水中
后泛起的一圈圈水波，个人处于中心，最近的那圈水波
是家庭里的亲人，继而是亲属、亲密好友，继而是普通
朋友等等，对于不同圈子里的朋友，人们所拥有的交往
形式、信任程度和忠诚的程度是不同的，“中国传统社
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
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中国人对
于家庭关系的重视，使得个人对于家庭有着极为强烈
的责任感和忠诚度，个人可以为了家庭牺牲一切。福山
也引用杜维明提出“人的儒教伦理”的观点来论证这一
现象，“儒教伦理”的核心是把家庭奉为社会关系最完
美的化身，对于家庭的责任胜过所有其他责任，包括对
皇帝、上苍或者任何其他宗教权威的责任和义务。这让
笔者想起了《论语》中著名的父亲偷羊的故事，孔子认
为，如果父亲偷了羊，作为儿子的，不应该去检举父亲，
而是要帮助父亲隐瞒这个事实，这才是孝道。由此我们
可以看出，中国儒家思想里最为强调的“孝”，是将个人
对于家庭的义务置于道德的最高点，超过了法制和集
体的利益。这也就是在强调家庭利益时，可以无视、甚
至损害其他外部个人和组织的利益，甚至包括国家的
利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学者指出，与邻国日
本、越南相比，华人的民族认同感、公民意识和公益精
神都比较弱。
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专家杰纳 （W.J.F.Jenner）曾
说，“父权家庭是华人们逃避光怪陆离的政治生活的避
风港，而且中国农民也认为他们最终可以真正信任的
人只有他们的直系家人。”中国人际关系信任的“问题”
在于虽然在家庭内部人们之间的信任感很高，但是对
于家庭以外的人却表现出非常低的信任度。在中国传
统社会中，对外人的无责任无义务感非常常见，农民们
自给自足，关起门过好自己的日子是最重要的。福山将
这种现象称为“极端的家庭主义”，笔者认为，文化并无
高低好劣之分，中国人际社会的这种传统信任机制，是
一个客观的事实，中国人往往表现出只信任“圈里人”，
而不相信“圈外人”，只是这种信任模式在遭遇到现代
经济发展时，二者产生了一些矛盾。因为现代经济要求
透明、公正的产权机制和制度化、理性化的人际关系，
而中国传统的人际信任特点导致了中国社会和企业中
普遍存在的任人唯亲和不信任外人的现象，从而不利
于公平竞争、效率和团队合作，有句俗话说：一个中国
人是条龙，一群中国人是群虫。中国人的这种不信任外
人的心态，使得“挑水和尚”的难题不断出现，常常出现
经济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森所指出的“集体行动的
困境”的情况。
在其著作里，福山曾深刻地论述，这种人际信任机
制如何进一步影响了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中国有句
俗话，“富不过三代”。其实这是有着深刻文化根源的：
由于老一辈的企业家不愿意将家族企业托转外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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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保证每一个子孙都是企业最为合适的经营者，由
于对外人的排斥和不信任，家族企业始终无法引入经
理人等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从而无法制度化为现
代化大型企业，导致了中国家族企业往往存在时间不
长，规模难以扩大，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民间几乎没有
世界级的大品牌的原因。这也的确是许多华人企业目
前所存在的问题，比如在典型的华人社会——香港和
台湾社会，特定产业的小型家族企业是经济的支柱和
核心，而大型的企业却始终较少。
但是对于福山的结论，也有学者提出质疑，在中国
人所信任的人群中，除了会包括有具有血缘家族关系
的家庭亲属成员外，还有可能包括那些与自己有着亲
密情感联系处身于血缘家庭关系之外的其他社会成
员，这种亲密的情感联系可能是血缘关系泛化或者运
作的关系，情感的亲疏厚薄直接决定着信任的有无和
强弱。而中国人的“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其实是相
互独立的，并没有相互排斥或者包容。
三、日本的信任文化
福山认为日本的文化是高信任度的文化，其观点
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最为根本的是日本的家庭结构。福山指出，
日本的家庭联系纽带比华人家庭脆弱的多，在感情方
面，其甚至并不比美国家庭更亲密。这让人觉得奇怪，
因为日本同样也是受到儒家文明的深刻影响，日本社
会也是一个儒家社会，与中国有着许多相同的价值观，
比如都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道，对于长辈长者强烈服
从的倾向（日本的薪水制度就是以资历为基础的）。然
而，日本人的“家”与中国人的“家”意义是有不同的：日
本人的家通常是一个组织，其中各个角色担任的个人
并不一定是要有血缘关系的，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在日本过继无血亲关系的外人既普遍又比较易行，
收养家庭从来不会觉得丢人或者不光彩，地位显赫的
家庭出生的次子们往往会成为别人家的养子，而历史
上也有许多养子有很大的成就。另外，日本人不像中国
人那样渴望大家庭，从两国姓氏的数量进行对比，可以
发现日本的姓氏比中国的多，中国的姓氏较少，由此可
以证明家庭和宗族组织的古老和庞大。
其次，在比家庭更大一些的社会群体中，与中国的
宗族相对应，日本有称为“dozoku”的“氏族”，但是非常
明显的差别是这种氏族不是建立在血亲关系上的，它
们是建立在封建战争和动荡时期人们自发负担起的相
互责任的基础上的，比如，武士为农民提供保护，使他
们不受强盗的掠夺，而作为回报，武士可以获得农民提
供的一份收成，大名和武士间也存在类似的责任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相互责任不是建立在血亲基础上
的，而是一种内化了的道德义务，甚至带有宗教誓约的
特点。此外，日本社会还流行着一种家庭式社团，社团
的领导人被称为称为“Iemoto”，即家长。这种家庭式的
社团在传统工艺和艺术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剑
术、茶道、歌舞伎、插花等。社团成员间没有亲属关系，
但是他们的行为却像亲人，师傅扮演的是父亲的角色，
徒弟扮演的是孩子的角色。以上的氏族与家庭式社团
可以说明，日本人不会像中国人那样对外人有着很低
的信任度，相反，他们有着互相担负责任和合作的传
统，发展出许多非血缘关系的社会组织，整个社会之间
的信任度更高。
最后，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强调“仁”“孝”不同，在
引入中国儒家文化时，日本对儒家文化做了修改，他们
最为强调的是“忠”，忠诚这一品德上升到最高的地位，
如果同样遇到父亲偷羊的问题，其主流文化是鼓励孩
子告发父亲，因为对于大名的忠诚战胜了对家庭的忠
诚。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也是同样将忠诚放在最高的位
置上，电影《紫日》里，日本人面对二战战败的反应是集
体自杀，当时笔者看了觉得很难理解，其实这就是日本
“忠诚”的意识深入人心的体现。这种忠诚，就使得公民
意识和民族主义在日本更为发达，家庭力量的弱小，使
得个人从属于天皇为首的大家庭，人们对它产生了道
德责任和感情，在同一个大家庭下，人们相互间的信任
意识很高。所以，在从家族企业转变为现代企业的过程
中，日本非常地顺利与迅速，因为他们可以顺利地聘请
外来的专业经营管理人员来接管企业。
而日本信任文化的最显著体现，笔者认为是在日
本企业非常特别的管理制度上，最为突出的是日本企
业的“终身雇佣制”和高度的集体团结，这与我们一贯
认为的强调竞争和淘汰的现代企业文化显得格格不
入，但是它的确在日本实施得非常顺利并带来了巨大
的经济效益，换句话说，正是日本企业里员工和雇主间
如同亲人一般的信任关系，使得日本企业能够按照这
样特别的形式运作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中国相比
较，中国企业的优秀的员工更经常跳槽，并且他们的最
终目标往往是创办自己的企业，但是日本的企业却与
员工签订终生雇佣的合同，如果一个人为了追求更高
的薪酬离开原来的公司，将会遭到整个社会的抛弃。如
果一个员工在企业内的工作不合适，企业会把他在企
业内部调动到另一个更为适合的岗位上。员工将企业
真正当做自己的“家”，日本的雇主会参与下手的婚礼、
葬礼，甚至充当媒人，如同家长一般，而员工们会为了
企业的利益放弃与家庭相聚的机会，努力为企业工作，
可以说，日本企业里雇主和员工间的双向责任和高度
信任，为企业节省了大量的成本，提高了企业的效率，
成为日本企业竞争力的核心，例如，在丰田汽车的生产
车间里，任何一个工人都可以操作使得整个生产流水
线停下，但是没有一个人会这么做，除了日本企业外，
也没有哪个企业敢给予工人如此之大的权力和自主性。
四、结论
中国人际间的信任关系显示出对“圈内人”信任度
高，对“圈外人”信任度低的特征，这个圈子，最为典型
的就是家庭，按照差序格局，相对于更大一个圈子，原
来的圈子都会显现出内聚力，比如中国很多地方总有
“排外”的现象，这在日本是很少见的。这种信任文化与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强调“孝”与家庭本位主义有着极大
的关系，导致中国社会信任度较低，对于陌生人人们倾
向于不信任，影响了中国家族企业向现代制度化企业
的转变。
而在日本社会，由于其家庭关系弱且规模小，以及
传统形成的人们之间的“双向责任关系”，使得日本的
非血缘组织发达，人际间信任的传统深厚，企业与个
人、国家与个人之间类似家庭的高度的信任和依赖，降
低了沟通的成本，提高了效率，有利于企业的竞争力提
高，并且促成了日本人民的民族主义和公民意识更为
强烈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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